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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具有指导性意
义。 回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流变、地位和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
程，有助于我们清醒把握其主导地位，更有针对性地面对科研教学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与此同时，要强化
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党史、史学理论等相关学科为
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值得借鉴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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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沿阵地
———兼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学科建设中具有指导性意义。该学科建设的目的和宗旨，即
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基本规律、
主要经验的研究；同时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有力
的学科支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①新兴学科引起相
关部门、专家、教师的重视。 在相关讨论中，首要澄清该学科的
必要性、学科功能和性质；其次探讨学科建设如何开展；再次研
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具体问题。 ②

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
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笔者完整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
发展历程及现状，特别是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合的历史过
程。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学科建设实情，尝试回答如下问题：马
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确立、传播及其曲折的中国化进程，为当
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带来何种启示？ 同
时， 指出在当今现实情况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
科建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加强自身建设、 与外界对话、
接受考验的前沿阵地。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及其与中国史学的结合

史学交流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应该放
在近代中西史学交流的脉络中解读。从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史
学与西方史学直接接触；20 世纪，中国史学与外来史学的紧密
联系成为该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特征。 具体而言，自梁
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始，中国史学开始由朴素的历史观转向进

化论，再到李大钊以来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家们，与同一时期将“兰克史学”大力推广、倡导“史料即史学”
的史料学派，③甚至包括将杜威的“实证主义”引入中国，倡导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中国史学在 20 世纪初期经历了
一个波澜壮阔的变动时期。 ［1］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传播过程，实际上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激烈的政治演进和社
会动荡之中，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前途出路理论思考诸多
模式中的一种。

诚然，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20 世纪初期尚只是在中国流行
的一个外来史学流派。 不过它一经传入，便引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高度注意。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以《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等名篇介绍和
阐发了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把“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
宗旨，指出唯物史观对史学的意义。

真正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于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
郭沫若。郭氏的史学成就主要在古史领域。他早年留学日本，在
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后， 于 1930 年出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第一次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结合。此作被视为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端，他本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泰
斗的地位亦由此奠定。 此著一出，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
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大论战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兴盛。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
物也参加过上述论战，并因此登上学术舞台。 吕振羽的代表作
是 1934 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史前期中国社会研
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开了
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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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垄断地位。翦伯赞于 1938 年出版了《历
史哲学教程》一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陶希圣、李
季、胡适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 侯外庐于 1939 年发表了《社会
史导论》。［2］上述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和范文澜，后来
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存在
分歧，［3］但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鲜明的共性，即都采用了马克思主
义史观来进行历史书写，且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古代史。

抗战时期，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落户”延安，使马克思
主义史学繁荣发展。 ［4］1938 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原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之一节）。
次年，苏联哲学家罗僧塔尔与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把
斯大林所说的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引申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此
说一出，在中国政界、学界迅速引起了积极回应。 1938 年，毛泽
东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
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总结，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
其规律性。 1939 年冬，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40 年学术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展开争论，马
克思主史学中国化的宗旨一度被空前强化。 应该指出，史学服
务于现实， 既有政治原因， 也与当时抗日战争爆发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人们普遍追问史学意义，亦将
史学作为一种救亡工具。

抗战时期，历史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研究两相结合，形成
当时史学理论的基本范式。 “五大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
坚力量。 以研究成果论，该时期不乏“求真”的探索，如翦伯赞的
《中国史纲》前两卷、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的大部分，尹达
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史社会史》，都是严格的学
术著作。 这些成绩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30 年代在社会史和
古代史领域所取得的地位。 ［5］该时期成就最大的是范文澜所著
《中国通史简编》。 1945 年，范氏著成《中国近代史》；三年之后，
胡绳写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当时中国史学第一名著。
同时，我们注意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危机和强调史学功能主义
的强化，不仅向国人灌输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也传
来了苏版史学理论。 以论代史，史学政治化等打上了斯大林主
义的苏版历史唯物主义烙印的史学观流行。 在取得成绩的同
时，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苏式治史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
中国史学，五个阶段说已经成为一种“定律”而不容怀疑。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6］(p172-180)、《学
习和时局》［7］(p190-201)等文中的提出的理论指导，抗战时期中共党
史得以系统研究。 如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
的《关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党的“六
大”的研究》以及《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刘少奇的《论党内斗
争》、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作。 以
党史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延安， 乃至重庆，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时代特点。 ［8］

抗战时期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发展，为建国后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进一步
加大了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清算，批判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史学。 五个阶段说被学界奉为 “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规
律”。 在“厚古薄今”、“古为今用”等导向下，学界就“历史”、“史
学”和“现实”三者的关系、“史论关系”等问题曾进行过热烈的
讨论。解放初期大陆史学界强调阶级斗争、主张唯物史观，两者
并行不悖；但从 1958 年开始的“史学革命”起，到 60 年代初，出

现了“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的口号之争，“阶级斗争”逐步演
变成唯物史观的核心。 ［9］林甘泉、关锋、林聿时为代表的史学家
和宁可、李文海等人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论战，后者的观点
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史观”、“反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标签，翦伯
赞的相关论点被扣上了 “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帽子。 直到 1965 年《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论历史剧《海瑞罢
官》的文章，最终以政治大批判扼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
义思想。 这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带来了不少消极影
响，使那时业已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公式化、简单化和教条主义
的作风，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日益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格
外彰显，使历史研究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一种
僵化的模式中。 以至于文革期间，“影射史学”、“阴谋史学”泛
滥，史学失去了其尊严，遑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人们剥去苏联版马克
思主义史学身上的神圣光环，在反思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认识。 基于对现存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模式的不满，八十年
代兴起的“史学危机”论，首先批判了文革期间史学为政治所利
用的情况。 鉴于文革的历史教训，有史学家提出将历史学进行
“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的区分。 ［10］其次，学界在承认马克思
主义史学优秀遗产的同时，对传统唯物史观进行反思，批判了
传统唯物史观，特别是“唯物史观名义的阶级斗争史观”。 传统
史观认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包含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但从
实质上看，极端片面的阶级斗争史观并不属于唯物史观。 由于
阶级斗争史观在文革的时候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所以人们也
将之视为唯物史观中的一个理论派别。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
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理论，它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观点，但不是唯物主义史观的核心。 ［11］

新时期史学在反思中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就中国近现代
史的研究而言，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入的阶段。 有以下三个现象
值得关注：（1）近代史的线索问题讨论，胡滨、戚其章提出“半殖
民半封建社会的两项基本任务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线索”； 李时
岳提出“四个阶梯说”，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理论，都在学界产
生了热烈的反响。 特别是在“现代化”理论，成为历史学叙述中
国近现代史的主线；①（2）近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如洋务运动、太
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若干重大问题都有专
题性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成果；（3）近代史学科建设走向成熟和
细化，包括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逐步成立。 此
外，史学理论逐渐成为一个学科，方兴未艾。 1983 年开始“史学
理论热”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其社会形
态说、文明历史说、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等问题都引
起过热烈讨论，产生了“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说法。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进行自我反思和结束了多
年与西方史学的隔绝状态之后，迸发新能量，显现新动向。 首
先，多样化西方社会思潮传入，让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自
身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得到一定发展。 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代异军突起。 所谓“西马亦马”，即指承
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脉络的传统本性。 ［12］一批接受过良好
史学训练、亲身经历过二战、有着强烈现实人文关怀的史学家
如 E.P 汤普森、 霍布斯鲍姆等人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

①如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四卷册《中华民国史》等通史类书籍均以现代化作为叙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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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学者针对两者名称类似、易生误解的问题，提请将现有学科名称“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改为“近代中国研究”，李松林、韦磊：“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

“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取向，关注普通民众及其在历史上的创
造性作用。 80 年代，出现了一个翻译海外史学著述的高潮，西
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作品在中国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回应。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观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后现代主义
思潮”带来的的冲击。该思潮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
最初是“五月风暴”之后在文艺领域内兴起，其后扩及社会人文
学科等诸多领域。王晴佳教授就指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
等所谓‘后学’思潮对当代西方世界史学研究的影响，不管人们
愿否承认， 已经有很明显的表现。 20 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以
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最有名的代表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
他们的思想对现代史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催生成果颇多。
但因其无论在历史观和史学观上， 都与传统史学的论见互不相
容，虽然产生了很多“新论”，却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活力。开放所带来的对话与冲击也使我们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史
学主体意识形态时面临着新考验，如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史
观的兴趣淡薄、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争论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
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立，本身就是强化“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一项重要措施；更有针对性地是从 2007 年开始在全
国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加强用马克思主义史观
来引导当代青年对历史的认识。继而又建立了与之相应的二级
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就马克思
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流变及其现状而言，“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学科建设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自身、接受挑战的
前沿阵地。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近现
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

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指出，“马克思
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观是值得
我们在经典学习中去认真了解的。 同时，较为完整地了解马克
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 及其与中国历史研究、特
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马
克思主义史学观在指导我们认识中国问题、 解决中国问题、分
析中国问题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走过的艰辛历程。 同样，深
刻体会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传统，有助
于我们今天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中从
源头明晰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指导性地位，及当今我们在学科建
设中应该秉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同时，了解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特别是当
下的现实状况，具有从学术和现实两个层面理解“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双重意义。 从学术上来说，在社会思潮、史
学理论多元化的格局之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的学科建设，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亦可以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营养。 这正
是笔者提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应该成为马克
思主义史学前沿阵地的重要出发点。

从现实的学科建设来看，马克思主义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相的结合过程告诉我们，“党史”学科应该是“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 ［13］因为自党史诞生以

来，便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方面成绩
最突出者，其史料运用、叙述范式，都为我们运用马克思史观提
供了标本。 同时，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也可以为“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所用。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史学
观本来就是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理
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上具有一定深度；同时让我们关注到
其他史学理论的发展、流变，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有助于我们理
解当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时候保持开放的心态，建立
全局观，进而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除此之外，如学界已经指出
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可以
资源共享、相互借鉴。

在现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诸
多建言中，提倡最多的是对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
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利用。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颇需慎重。 纵
观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在理论、方法多元化的格
局之下意识形态早已走向淡化，其成果能在若干史实方面为我
们提供帮助，却无法从整体意义上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史观。 所
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两者忌因
学科名称的类似而笼统看待，①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本质性的。这
也正是我们在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相关成果来建设“中国近现
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时所需谨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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